





















































































































































































































































面有壹门，名八尺门，小    边上去是根竹屿”等字句。在“是”与“密”、“小”
与“边”之间都留下空格，显然是抄者依据的本子已经有缺字或看不清的地
方，只好留空待补。
　　结合前面讨论的《水路簿》原本形成的时间，又参照此抄本依据的本子
已经有若干缺损或字迹模糊，可以想象莆田抄本距离原本已有一段时间，或
者已经有过几次传抄了。如果说《水路簿》最早形成于清末，那么莆田《水
路簿》抄本应是民国时期完成的，最早也不会早于清末民初。以下，我们再
就莆田《水路簿》抄本的抄写与阅读情况做一些考察。
三、抄写者与阅读者
　　前面已经谈过，莆田《水路簿》抄本是在已经传抄的本子上再抄录而成
的，因而这个本子上含有几次传抄再填补资料的痕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
正文之上又有“眉批”。这些“眉批”很有特色，值得关注。
　　该《水路簿》的“眉批”全部集中于各港口的描述部分，共有57处，
而且都出现在福建泉州的崇武以北至浙江定海的沈家门之间，（28）表明该《水
（28）　这些港口资料都出现在“厦门出港往北”“东椗（往北）”两篇当中，见莆田《水路簿》，第
37-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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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簿》的使用者主要航行于这条路线，或者以这条路线为主轴再向外扩展，
因而对上述港口的情况特别重视。
　　该《水路簿》由多人抄写而成，其中有一人笔迹相对老练，“眉批”也
是他的笔迹，极有可能是在全书抄写完成后再由此人添写上去。这些“眉批”
字迹很小，极个别批注于正文标题下，或长或短，作为正文的补充。如福建
庭海头（今定海）的标题下注：“打水四、五托，沙澜［烂］地”。（29）而在崇
武的正文之上，其“眉批”云：
　　打水四、五托，沙澜［烂］地。用单巽十一更取大安；用巽辰十一
更取竹堑港；又用十二更取观音大燉山；用甲卯十三更取基隆，先至打
尖鼻；又用甲寅取乌龟山也。（30）
　　这里，除了乌龟山在福建之外，其余都在台湾。批注者把这些航线集中
写在一个港口上，显然是为了方便使用。
　　在新宫前，其正文云：“分流屿东北有拖尾礁，水退出水。新宫前北面
鼻头顶亦浅，敲船不可太倚。分流屿北面亦有沙沄。东面有屿仔一个，屿仔
北面亦有承鱼腮礁（下略）”。其上“眉批”：
　　　　东北有成鱼腮礁仔一块，可防，行船可倚东面屿仔过兜。（31）
　　批注的“成鱼腮礁”就是正文的“承鱼腮礁”，两样写法。而且，批注
者显然觉得正文的描述不够准确充分，因而又根据自己的经验增加了文字，
这些痕迹正是对航海经验的累积和修正。
　　问题是，这些“眉批”加注是莆田的抄写者所为，还是原来就有？经过
详细阅读比对，我认为是原来就有的。
　　在“赤屿”条注云：
　　打水五、六托，沙澜［烂］地。用丑艮取白犬，用单取南塘山也。（32）
　　在“鹚岙”条又注云：
　　虎仔屿打水四、五托水，沙地。梅花头用甲寅取白犬，用丑癸取南
塘，可（防？）七星礁。白犬岙打水（某某托？）。白犬用单取南塘内，
用单取东涌山也。（33）
（29）　莆田《水路簿》，第113页。
（30）　莆田《水路簿》，第78-79页。
（31）　莆田《水路簿》，第102页。
（32）　莆田《水路簿》，第108页。下横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33）　莆田《水路簿》，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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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引这两条“眉批”，有三个地方在“用单”和“取”之间肯定有缺字。
因为用罗盘指示方向，必定要在“用单”之后注明子、丑等方向（单针），
然后才是“取”某地。而且，在“鹚岙”条的“可”“打水”两个字词之后
可能也有缺字，否则就读不通。这种缺字现象的反复出现，不是简单的“粗
心”就能说明，极可能是依照某个本子抄写，而原本的“眉批”已经出现了
缺字。
　　在“南北塘”的“眉批”更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北塘岙打水七、八托，
泥地。用乾⋯⋯”（34）句子显然没完。如果不是依据有错误的本子，而是抄录
者自己加注的话，断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
　　抄录者也是阅读者。尽管民间抄本几经辗转，必然会出现各种错误，但
抄录者尽量保留已有的信息，目的是为了学习和使用。我们在莆田《水路簿》
抄本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圈点、校正的痕迹。这些痕迹正是当时人在阅读时
留下的。
　　该《水路簿》留存的圈点甚多，据笔者统计，总数达148处，其中涉及
港口的104处，涉及海上航行标志物的44处。被圈点的港口有59个，但有
的港口被反复圈点，因而统计的圈点数增加了许多。最多的是湄洲，被圈点
7次（统计为7处圈点，下同）；其次是乌龟山、吉了，各5次圈点；再次为
南日、平海、鸬鹚屿，各4次圈点；圈点3次的有金门、崇武、大岞、宫仔前、
吊吉；2次的有台湾、澎湖、鹿港、香港、鸟屿、青屿、野马屿、新宫前、
芙蓉岙、福建鼻、普陀山、沈家门。这些被反复圈点的港口或地名，除了台
湾、香港以及浙江的普陀山、沈家门之外，绝大部分都在泉州湾、湄洲湾、
平海湾的区域内，尤其是湄洲、平海、南日等处被反复圈点，分散在各段文
字内，令人印象深刻。
　　至于海上航行的标志物，被圈点最多的是与妈祖有关的宫庙、礁石、塔、
树等。如被称作“妈祖印”或“妈祖印礁”的礁石几乎都被圈点，共有14处；
各地的“妈宫”或“妈祖宫”被圈点10处；“妈祖树”被圈点2处；“妈祖塔”1
处；此外，还有5处仅写“宫”“宫仔”“姑礁”“娘娘坑”之类，均被圈点。
黄国华将《水路簿》称作“莆田沿海渔工们撰文”，（35）如果联系被圈点的地
点主要在湄洲附近，与妈祖有关的航行标志物均被圈点，阅读者即使用者的
（34）　莆田《水路簿》，第173页。
（35）　黄国华提供的《水路簿》复印件封面题记，题记时间为2016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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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和选择倾向十分明显，该《水路簿》被莆田人抄录并被莆田船民使用是
可信的。
　　该《水路簿》还留下了一些阅读者批阅时的痕迹。在浙江“吊邦”条，
抄写者书写的“蓼花屿”三字过于潦草，阅读者在旁边用行楷批“蓼花”二
字，其字迹与上面的“眉批”相同。（36）在福建的“乌龟山”，正文有“东沪”
地名，但“沪”字书写不规范，阅读者又在旁边批正了“沪”字；而且在同
一条的正文内有如下一句：“龟门小船可过。内面是湄洲，用单酉取之”。在
“湄洲，用单酉取之”七字下面，阅读者均加上了圈点。（37）这些批阅的痕迹
让我们很容易想象《水路簿》作为“舟子秘本”，它的抄写与阅读过程的真
实场景。这种场景相当具体生动，至今仍清晰可辨，历历在目。
四、不同抄本的传抄与整理
　　莆田《水路簿》作为莆田人传抄的本子，在莆田内部还可以看到其他抄
本，而且与邻近的泉州北部抄本也有某些关联。以下再结合笔者所见的莆田
“贤良港抄本”和泉州惠安北部的“沙格抄本”，做一些比较讨论。
　　（一）贤良港抄本
　　莆田“贤良港抄本”原无名，今题“贤良港水路簿”，藏于当地天后祖
祠董事会内。贤良港地处湄洲岛北岸，被称作妈祖的出生地，以前当地居民
大都以海为生。贤良港这个抄本就写在一本“福联顺”的账簿上，墨书。在
民国时期，“福联顺”账簿颇为常见。（38）因而，这个抄本当是民国时期或
1949年以后抄写的，距离莆田《水路簿》抄本的时间不会太远。
　　详细比对上述两种抄本，贤良港抄本篇幅相对较短，但也分成针路和港
口两部分。第一部分针路即船只行走的航线，包括“傤录（大）坠内往北针
路”（泉州大坠往浙江圭心屿）、“回头针路”（浙江洋山港返航福建草屿、赤
屿）、“往北山边对坐针路”（连江白犬列岛往浙江台州列岛）、“福建泉州港
（36）　莆田《水路簿》，第144页。
（37）　莆田《水路簿》，第172页。
（38）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藏有一本民国时期的账册，该账册亦用“福联顺”账簿书写，其扉页印
有“福联顺”经理黄联涂的肖像，并注“谨防假冒特此为记”，此面页眉还印有“本号制造顶
上各样胭格账簿”，背面页眉印“开设在石码顶外市街洋庄发兑”等广告语。莆田贤良港抄本
使用的“福联顺”没有这些标记，可能是伪冒品，但同属民国时期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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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往外北针定看”（泉州往北至浙江舟山群岛）。这些针路主要航行于福建泉
州至浙江沿海一带，没有南至广东香港，东至澎湖、台湾的路线，更像是当
地渔民出海捕鱼时使用的。明清时期直至1949年以后，福建、浙江渔场是
沿海渔民最重要的捕鱼区，每年有成百上千的渔船追逐鱼群而去，主要捕捞
黄鱼、带鱼、墨鱼、乌鱼等。（39）因而贤良港抄本抄录的这些航线，与当地渔
民的季节性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除了航线之外，贤良港抄本也抄录了多种港口资料，分为“往外过驾半
洋山步”“香港敲出目门关”和“厦门出港往北”三篇。第一篇记录从泉州
祥芝至浙江舟山群岛北部的各港口，后面两篇记录从香港经厦门、泉州最后
抵达莆田的湄洲、平海各岛屿和港湾。从该抄本抄录的资料看，虽然有些资
料来自其他抄本，但最后这两篇港口资料均与莆田《水路簿》相同，（40）所占
比重也最大，显示这两种抄本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
　　贤良港抄本从崇武开始，与莆田《水路簿》一样，很多港口上面都有“眉
批”，而且正文的内容也一致。如莆田“小日头”，贤良港抄本如下：
　　【眉批】打水拾托，涂泥地。用艮丑取白屿，又用单艮取鼠尾。内
是草鞋礁，外是鼎鄙礁，无风甚急，算定无二也。
　　【正文】小日头西去中间有草鞋壹块礁，东有沉水礁仔一块。看直
山步，南日虎仔屿相耽鼻小开门，但是上洛［落］无风之时，流水冲礁，
上洛［落］船者可倚小日头，可倚倚过。若是无风，此处亦难抛，有四
拾余托水。草鞋礁再看山步，象城屿出中屿、大虎仔屿离一枝［支］扁
挑开，行船可日小日头鼻兜上过。东去有鼎鄙礁数块。看直山步，大南
日鼻头出小日鼻可内面过。看横山步，大南日大山尖塔［搭］小日头山
东南山尽尾相牵正身。南日流东水，敲船过野马门也。上去是野马门
也。（41）
　　上引这段记述与莆田《水路簿》比对，内容完全一样，甚至连汉字数字
的大小写也完全相同。只是上引贤良港抄本“大南日大山尖塔”的“塔”字，
莆田本用“搭”，从文意看，莆田本是对的。 （42）
（39）　参见陈辰立：《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利的博弈》，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5月。
（40）　这里指的是所抄录的资料内容相同。但莆田《水路簿》抄录了从香港至舟山群岛的全部港
口资料，而贤良港抄本只抄至莆田，显然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的需要，部分摘抄而已。
（41）　《贤良港水路簿》，第69页。按，该抄本无页码，此页码为笔者编排，下同。
（42）　参见莆田《水路簿》，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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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贤良港抄本并不是从莆田《水路簿》抄录而来的，而是另有所本。
如“崇武”条，贤良港抄本的文字就比莆田本多，而且有些字句也不一样，
以下摘引一段以资比对。
　　贤良港抄本云：
　　崇武岙口东南外龟口有龟舌礁，龟舌北外丈八礁。看横山步，南门
特财（？）塔［搭］石墓正身。看直山步，青山头耽龟舌正身。青山头
落南下开门下面过，船可外过。大岞笼闪出东面城角小开门可过。（43）
　　莆田《水路簿》记云：
　　正青龟口有舌礁，龟舌内丈八礁。看横山步，南门塔［搭］石墓正
身。看直山步，青山耽龟口船可外过。屿尖出东面城角小开门可过。（44）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包括莆田在内的沿海地区有许多不同来源的抄本在
流传，带有“眉批”的本子肯定不只一种，因而莆田抄本与贤良港抄本尽管
大多数文字相同，但也显示了一些不同的样貌。这些留存至今不同来源的抄
本，为我们了解清代以来民间航海资料的传抄和整理提供了可资比对的线索。
　　贤良港抄本也是当地人使用的本子。在这个抄本内，抄录者字迹大都比
较粗劣，文化水平不高；而批阅者字迹端正老练，当为某个教书先生或具有
较高文化水平的航海者所为。在抄本内，有多处页眉或页下批道：“（凖）（准）
同”、“澳（岙同）”、“（斗）（堵）同”、“梨（同犁）”等，（45）有的地方还订正
了错字或不规范字如“后”“乳”“浅”“逃”等，（46）显然这些都是在批阅讲
解时随手注上的，方便学习者使用。在抄录的港口资料中，批阅者还点读了
将近20页的资料，包括从香港目门关出发至福建漳浦的佛南桥等将近30处
港湾，每个句子都留下墨点。（47）这些经点读的港湾并不在贤良港人经常走的
航线上（参见前述针路），或许是某个航海者为了开拓视野而拜师求学留下
的痕迹。因而乡村知识分子与普通航海者之间，他们的互动关系以及航海知
识的学习运用，这些细节很值得我们关注。
（43）　《贤良港水路簿》，第60页。
（44）　莆田《水路簿》，第78页。
（45）　见《贤良港水路簿》，第37、39、41页。按，括号原文就有。“斗”字原文加肉字旁，电脑
字库无此字。
（46）　大都批注于页眉，有的注在正文内，见《贤良港水路簿》，第45、48、50、51页。
（47）　见《贤良港水路簿》，第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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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沙格抄本
　　如果说贤良港抄本经与莆田抄本比对，让我们了解有不同来源的“眉批
本”在莆田地区流传。那么沙格抄本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些相关的
航海资料也在泉州地区流传，而且是没有“眉批”的本子，有些资料还经过
了整理。
　　沙格澳位于泉州惠安县的北部（今属泉港区），与莆田的仙游县接壤。
历史上当地人就以航海闻名。所谓“沙格抄本”是笔者在那里见到的两种内
容相同的抄本，后人题“北海沙格澳针路铺”。第一种抄本较早，已有缺页；
第二种是后来再录的，抄写在一本现代活页笔记本上。这两种抄本内容一致，
经比对基本可以复原“沙格抄本”的全貌。
　　沙格抄本同样有航线针路与港口描述两部分。航线针路与莆田《水路簿》
涵盖的范围相同，但篇目却不一样，显示针路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并且可以
根据需要抄录汇集。而港口资料相对稳定，抄录了莆田《水路簿》所见的“厦
门出港往北”的港口记述，但抄录者已将篇名改为“细论湄洲往北内外各澳
山步、泊船风颱澳”，内容包括从莆田湄洲岛开始，至浙江舟山群岛金塘岙
共计89个港湾，湄洲岛以南至厦门的港口资料则没有抄录。这似乎说明这
个抄本最早也是莆田人编抄的，后来辗转到泉州，沙格船民再次抄录使用。
　　泉州与莆田比邻，但海上船只航行、人员往来与信息流通并不以行政区
划为界。沙格抄本最大的特点是，它使用的资料并没有莆田《水路簿》那样
的“眉批”，但正文的内容有的却与莆田本相同。如福建霞浦的“芙蓉岙”
就是一例。
　　莆田《水路簿》载：
　　芙蓉岙宫仔前好抛船，打水拾余托。北面鼻尾是螺尾鼻，有鄙礁壹
块出水，礁门尚有沉礁壹块，敲船不可太倚。西面内去是螺壳岙，轻船
可逃颱。上去有屿仔壹个，门中小船可过。北去是大金所。大屿边小船
可逃颱，无甚好处，门中小船亦好过。出门去是鸭池岙也。（48）
　　沙格抄本亦载：
　　芙蓉澳宫好抛船，打水十余托。出门北鼻尾是螺尾，有螺丕壹块出
水，礁开，尚有沉水礁壹块，敲船不可太倚。西南面内去是螺壳岙，轻
船、小船可逃风颱。上去有屿壹个，门中小船可过。北去是大金所。大
（48）　莆田《水路簿》，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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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边小船亦可逃风颱，无甚好处，门中亦可小船出门。出是鸭池澳。（49）
　　这两种资料内容完全相同，只是个别词句稍有差异而已。前述莆田《水
路簿》载有作者自述：草屿“底下有沉水流礁，吾未曾见之矣”。（50）这句话
在沙格抄本也出现，变成“（草屿）底下有沉礁，我未曾见也”。（51）进一步说
明这两种抄本同源，但莆田《水路簿》更靠近原文，而沙格抄本却比较“现
代”了。
　　沙格抄本有编整资料的迹象，尤其对于一些较长的记述，抄录过程中往
往会压缩改写。以下引录有关莆田湄洲岛的记载，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异同变
化。
　　莆田《水路簿》：
　　【眉批】水满内面打水三、四托水。甲卯取乌龟，又用丑艮取南镇
屿尖。
　　【正文】湄洲，土名监头岙。抛船对沙岙，亦可抛北风，泊流至妙。
敲船流东半可入监头岙。西北势有沙坛，浅，不可近。西北敲上有沉水
礁，可防。湄洲贼岙可寄流，甚摆。西有香炉屿，东南一列俱是沉水礁，
北面亦有沉水礁。西去是屿南，有打浪。北面门中有礁出水，打浪。中
间有竹排礁，水满看见，夜间行船须着仔细也。大竹屿东南面鼻外有
三四块，名曰双善礁。双善礁外尚有平坂礁壹块。正船落路洘流尾，番
流东水，但恐行船至处打柁犯船，切记之，敲船不可太倚。看直山步，
黄岐螺外岙东鼻尾外有大树出铁钉屿正身。又再看直山步，红瓜屿开嘴
正身。横山步，内面牛头山搭桶盘屿峣角正身。欲入吉了，北面鼻尾有
礁，南鼻内亦有礁，船对中直入吉了。西庭前可逃颱，无甚好处。入内
去是西庭（下略）。（52）
　　沙格抄本：
　　【眉批】（无。全本均无眉批——引者按）
　　【正文】湄州屿，土名立头澳。泊船对沙岙可泊。敲船流东半可入
岙头。西北有沙坛浅地，不可太倚近。西北敲上有沉礁，可防。湄州贼
岙可寄流，甚好。西有炉香屿，东南一所俱是礁，北面亦有沉礁。西去
（49）　《北海沙格澳针路铺》，第32页。按，此页码为第二种抄本原编页码。
（50）　莆田《水路簿》，第127页。
（51）　《北海沙格澳针路铺》，第36页。
（52）　莆田《水路簿》，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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屿南礁打浪。中门有竹排礁，水满看见，夜间行船仔细可也。大竹屿东
南鼻外有三四堆，名曰双蟮礁，敲船不可太倚竹屿。看直山步，苗崎东
鼻尾外大椇出铁钉屿正礁。若入吉蓼，北面鼻尾有礁，南鼻内亦有礁，
船对中入吉蓼西庭。（53）
　　上引这两种记述，不管内容还是行文逻辑都差不多，但前者即莆田《水
路簿》的文字较详，且有“眉批”；后者沙格抄本内容较略，而且没有“眉批”。
很明显，后者是根据类似前者的文字删减而成的，但其源头如何仍待查考。
　　从总的看，沙格抄本的意义，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有一种没有“眉批”的
本子存在。究其缘起，没有“眉批”的本子应在“眉批本”之前，属于更早
的“原本”。而沙格抄本存在着明显的删改痕迹，究竟是抄录者所为，还是
所依据的传抄本原来就有？尚难确定。民间航海资料的形成，就是在这样漫
长的岁月中，经过各地船民不断地传抄、修订、整理，最后形成了非常多样、
值得反复比对分析的民间文本。
五、讨论与结论
　　以上通过对莆田《水路簿》的解读，并结合与贤良港抄本、沙格抄本的
比对分析，基本可以看到这种航海资料经历了“原本”、“眉批本”、各种传
抄整理本的历史过程。莆田《水路簿》是其中较好的具有代表性的抄本之一。
　　“原本”是指与莆田《水路簿》类似的航海资料之原始汇编本。它最早
由何人编辑并不清楚，但其中的港口描述一定是某个（或某些）航海知识分
子所为。他（他们）所描述的港口众多，而且内容具体详实，比之明末清初
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的记述要详细得多，篇幅也长。
　　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在清朝。从针路表述的句式看，有一种称作“对坐”
的句式是明末《顺风相送》没有的，但在清初的《指南正法》已出现。如《指
南正法》有“海招屿共尽山为乙未对坐。海招屿共两广为丁未丑癸对坐”等，
而且还附了“对坐图”。（54）莆田《水路簿》有关“对坐”的针路甚多，甚至“再
录厦门往北对坐针路”“台湾基隆对坐针路”两篇针路全都采用这种句式。（55）
（53）　《北海沙格澳针路铺》，第7-8页。
（54）　《指南正法》，见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第128-129页。
（55）　莆田《水路簿》，第1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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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针路记述的角度看，这些航海资料继承了清初的传统，或者说它们可以对
接《指南正法》，是从那以后整个清代东南海域航行的资料汇集。
　　与莆田《水路簿》相关的这些航海资料，显然出自闽南人之手。有许多
闽南常见的俗语方言都写入针路和港口的描述中，如“搭”“相耽”“出头”“食
密”“正身”“上落”“直落”“洘流”“看山步”等。有的词汇可以让我们更
真切体会到航海人与各种地方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在莆田湄洲的港口资料中，
莆田《水路簿》载“湄洲，土名监头岙”。（56）这个“监头”，经莆田人提示，
就是莆田语“港头”的发音。闽南人按照莆田人叫法，把它模仿记成了“土
名监头岙”。在沈家门，有一处小岛称“鲁鼠屿”。（57）其实所谓“鲁鼠”是福
州话，笔者长期在福州工作，当地人称老鼠在我这个漳州人听来就像“鲁鼠”
的发音，因而它也是由某个方言模仿而成的。（58）这些小例子让我们明白，在
长期的航海活动中，不同岛礁、港口的命名其实是由某个地方的航海者最早
发现并叫出来的，它包含着非常多的土语方言。后来经过反复沟通、交流与
沉淀，有些习以为常的称呼就被“固定”下来，由书写者变成汉字，留下了
一些早期土语发音的痕迹。
　　如果说“原本”是最早的本子，那么它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一些港口
资料经过实践验证又会有新的补充，这就出现“眉批本”。最早的批注者也
是航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人数不多，但会用文字表达。这些批注的文字集中
于从泉州崇武至浙江沈家门这条航线上，表明上述海域是批注者最常走的航
线，而且这个批注者极有可能是泉州人。因为在厦门与崇武之间以及厦门往
广东方向还有许多港湾都没有“眉批”，批注者往往更关注与家乡有关的海域。
再从批注的内容看，除了增加各港口的水深、岛礁外，更多的是增加航往各
地的针路，因而港口“眉批”也是实用航线的汇集，更加证明航海者与批注
者两种身份是一体的，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为提高航海效率而出
现的结果。
　　“眉批本”出现于清末，这可以从批注中使用“基隆”一词看出来。而
在此期间，许多使用“基隆”称呼的航线也出现了，它们或许是新增的线路，
或许是原来的“鸡笼”被重新修订了地名。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所谓
（56）　莆田《水路簿》，第127页。
（57）　莆田《水路簿》，第179页。
（58）　经厦门大学周长楫教授提示，同属闽南的泉州晋江人也发音“鲁鼠”，但漳州人不是。从这
点看，似乎这篇港口文字是漳州人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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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资料的汇集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不断修正、增减、重组的动态中实现
的。如今我们看到的某个类似抄本都只是这个动态过程的一个样本。
　　莆田《水路簿》是一个很好的“眉批本”抄本，而贤良港抄本也来自“眉
批本”，沙格抄本则属于没有“眉批”的抄本。但经过仔细比对，贤良港抄
本和沙格抄本都有删减和重新整合的迹象。贤良港抄本根据抄录者的需要删
减了港口资料，并且另外抄录了所需针路。而沙格抄本所录针路较广，但来
源并不相同，有些港口资料明显已经过了删减和改写，但与莆田《水路簿》
同源却是肯定的。
　　这三种经过比对的抄本都大约形成于民国时期，有的在1949年以后还
在传抄，说明清末至民国年间民间传抄、重组航海资料的风气相当兴盛。这
些资料如果从源头看可能形成于漳泉地区，但流传到莆田，又在莆田地区有
过抄录整合，再流传到沙格，可见区域间的流传、互动很是频繁。它与船民
的跨区域流动、亲属网络关系都密切相关。（59）因此研究民间航海经验的传承、
扩展脉络，离不开对某个地区民间传统社会的深入理解。
　　航海资料的抄写是为了使用。在民间传统社会中，普通劳动者大都是文
盲，能识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因而许多传抄本都书写不规范，俗字、错字、
漏字不少。抄写者需要对抄本进行阅读，这就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
民间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教书先生或其他知识分子往往成为批阅、带读的教
育者。他们在粗陋的抄本上批改正字，在文章中点断句读。这些人与识字较
少的劳动者之间形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师生关系，这也是海上航行经验在民
间传承的重要步骤，应当视为民间培养航海人才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机制。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民间长期形成的航海经验被不断累积，并以
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些不断积累的航海文献是珍贵的。它是普通劳动者
千百年来海上活动和航海经验的真实记录，也是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缩
影。对不同来源、流行于不同区域的航海资料进行比对分析仍是一项艰巨任
务，本文仅是一个初步的开始，今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59）　如明末清初沙格人王忠孝，他的家族就有许多亲属在莆田。参见杨彦杰：《清郑对峙的历史
记忆——以王忠孝及其家族的遭遇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清代台湾
史研究的新进展——纪念康熙统一台湾3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5年，
第115-125页。
